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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坛

【主持人语】 本期三篇论文都与海洋文化相关。 《鼓浪屿音乐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一文，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中， 通过分析鼓浪屿音乐文化， 呈现其文化交流中并存、 共

生、 互融、 互惠的文化景观。 高甲戏是发源于闽南的地方戏种， 通过海洋传到台湾和东南亚

华人社区。 《闽台高甲戏音乐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分析》 一文， 通过文献回顾和分析， 提出

戏曲音乐研究不仅对地方戏曲文化特征和价值的保护创新特别重要， 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也意义重大。 《帆船时代潭门船长文化研究》 一文， 从潭门地区特殊的船长文化角度， 论证

了南海渔民文化的独特性和南海主权诉求的历史依据。 三篇文章， 都对深入研究海洋文化内

涵富有启发。
（集美大学　 杨广敏）

鼓浪屿音乐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李建武， 臧艺兵

（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语境中， 对鼓浪屿音乐文化进行多角度历史追寻和田野考察， 揭示鼓浪屿

音乐文化风貌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鼓浪屿音乐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宗教信仰， 包括基督教、 道教、 佛教以

及民间信仰等。 鼓浪屿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传播至东亚、 东南亚， 甚至到了英

国等西方国家。 西方音乐文化在 １９ 世纪落户鼓浪屿， 西方基督教音乐逐渐中国化， 中西音乐文化在鼓浪屿

融合共生。 鼓浪屿诞生了众多知名音乐家， 鼓浪屿文化现象向世人说明， 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政治经济

的意义， 而共享共生的文化交流和理解， 才是人类不同种族和社会友好相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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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素有 “音乐之岛” 之称的鼓浪屿， 面积仅

１ ８８ 平方公里， 钢琴人均拥有率却是全国第一，
诞生了许多当代著名音乐家， 如殷承宗、 陈佐

湟、 周淑安、 许斐平、 林俊卿等。 此外， 在鼓浪

屿音乐氛围的直接影响下， 厦门地区还产生了杨

民望、 李焕之、 吴天球、 蔡继琨等大批知名音乐

家。 众所周知， 鼓浪屿虽然是个小岛， 却在 ２０
世纪初拥有十几家外国领事馆， 成为中国近代对

外开放的重要前沿之地， 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

重要门户， 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起点之一， 形成

了一个高度浓缩中西文明的典型岛屿， 中西多元

音乐文化在鼓浪屿融合共生且辐射深远。 笔者力

求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和实地田野调查， 以独到的

视角， 对鼓浪屿的音乐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

探索和解密。
厦门岛原名嘉禾屿， 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人居

住， 古越族创造了厦门早期浮滨文化， 汉族人从

唐代到厦门岛垦荒， 并与古越族通婚融合。［１］ 鼓

浪屿正式命名于明朝， 屿指依附于大陆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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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岛位于厦门岛西南 ６００ 米。 厦门位于泉州与漳

州之间， 由古代泉州府同安县发展而来， 泉州距

厦门同安 ６０ 多公里， 漳州距厦门 ５０ 多公里。 厦

门港是天然良港， 当代厦门港口管理局实现一体

化整合， 涵盖了东渡、 海沧、 刘五店、 石码等八

大港区， 其中刘五店港区毗邻古代泉州围头港与

金井港， 石码港区就在漳州月港的位置。 鼓浪屿

距月港 ２１ 公里， 距同安 ３２ 公里。 鼓浪屿从古代

泉州与漳州的边缘岛屿， 逐渐发展成为厦门的中

心， 鼓浪屿也从村落发展成为现代社区。 １８７７
年， 德国李希霍芬在 《中国》 一书中提出丝绸

之路概念， 指从公元前 １１４ 年到 １２７ 年间， 连接

中国与河中 （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 中

国与印度， 以及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

路线。［２］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

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 宋末至元代

时，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
宋元时期的鼓浪屿被称为圆沙洲或五龙屿， 属于

泉州府管辖， 鼓浪屿由渔民落脚点发展成为早期

村落。 明朝中左所即厦门古城， 隶属于泉州永宁

卫， 是明嘉靖年间抗倭重镇， 鼓浪屿常有海盗出

没。 由于明朝海禁， 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

私性质的私商贸易， 港口由泉州转移到漳州月

港， 月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

郑和七次下西洋， 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繁荣

时期。 清朝初期厦门港的鼓浪屿村民数量不多，
行政区域只是一个保， 称鼓浪屿保， 归厦门和凤

前后社管辖。［３］郑成功驻厦门后， 积极推动海外

贸易。 随着清政府的海禁政策， 以及鸦片战争之

后海权的丧失， 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
但是， 厦门港却在近代崛起， 并逐渐成为东

南沿海贸易的中心。 我国政府发布的 “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 是扩大和优化我国对外开放格局，
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大战略部署。 厦门

被定位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 鼓浪屿也

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社区。

二、 宗教———鼓浪屿音乐文化的
基础

鼓浪屿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与岛民的各种宗

教信仰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鼓浪屿早期村民崇尚巫术。 鼓浪屿是渔民暂

时落脚的荒岛，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村落， 岛上村

民敬畏自然， 崇信鬼神， 尤其是地方特色的雷

神、 龙蛇神等。 村民的闽南信仰民俗有自然山川

崇拜、 鬼神崇拜等， 也崇拜祖先， 敬奉天公和土

地公。
１． 宋元时期鼓浪屿人多崇拜俗神， 关帝爷、

保生大帝、 妈祖、 清水祖师、 光泽尊王。 宋元时

期各地传教士和僧侣经印度洋涌入泉州 （刺

桐）， 主要宗教有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印

度教等。 此时鼓浪屿则处于泉州管辖的边缘， 外

来宗教对鼓浪屿影响甚微。 鼓浪屿上的村落被称

为李厝澳， 因村民姓李而得名。 鼓浪屿在宋元时

期的民间信仰是协天大帝 （关羽）， 也供奉闽南

地区保佑世人平安的神灵保生大帝 （大道公），
但供奉的宫庙兴建于明朝。

２． 明朝鼓浪屿人信仰道教与妈祖。 因为明

朝海禁， 闽南区域海上贸易中心转移至漳州月港

（海澄）， 是 “亦商亦盗” 的私人海上贸易。 月

港常见航线是： 月港→经海门至圭屿 （鸡屿）
→中左所 （厦门） →曾家澳→大担岛与浯屿航

道→西洋航道。 鼓浪屿位于九龙江入海口， 成为

走私 贸 易 的 落 脚 地。 明 成 化 年 间 （ １４６５—
１４８７）， 同安县黄氏迁居鼓浪屿， 并把李厝澳改

名内厝澳。 种德宫原址位于鼓浪屿西北部旧庵

河， 明天启二年 （１６２２） 祀奉保生大帝。 鼓浪

屿兴贤宫始建于明末， 原祀奉协天大帝 （关羽）
为主神， 后扩建前殿祀奉保生大帝。 种德宫与兴

贤宫属于道教宫庙。 佛教日光岩寺则始建于明万

历十四年 （１５８６）。 闽南海丝文化中， 妈祖是以

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道教海神信仰， 又称天上

圣母、 天后、 天后娘娘、 天妃、 天妃娘娘、 湄洲

娘妈等。［４］

３． 清朝初期鼓浪屿盛行道教与佛教。 康熙

年间， 厦门虎溪禅寺瑞光法师扩建寺庙， 改名为

鼓浪屿瑞光庵， 后改称法海院和妈祖庙， 既供奉

佛教法海， 也供奉海神妈祖。 １９ 世纪初妈祖庙

又改名为三和宫， 清嘉庆癸酉年 （１８１３） 福建

水师提督王得禄重修扩建。 此外， 鼓浪屿种德宫

扩建迁址内厝澳路。
４． 鸦片战争后的鼓浪屿盛行基督教。 厦门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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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被开辟为 “兴泉永道” （１８４０）， 后被辟为

５ 个通商口岸之一。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 （１８６９），
大量外国商船经营厦门港的远洋航线。［５］ 随后鼓

浪屿设立通商局 （１８７１）， 后改为洋务局。 甲午

战争后， 海外移民回归并大量移居鼓浪屿。 １９０３
年成立鼓浪屿公共租界， 主要信仰是基督教

（含天主教）。 各国差会 （美国归正教会、 英国

伦敦公会、 英国长老会） 信徒捐建协和礼拜堂

（１８６３）， 时称 “国际礼拜堂”， 这座新古典主义

风格的协和堂是鼓浪屿最早的教堂。 西班牙多明

我会传教士马守仁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厦门教区主

教， 后在鼓浪屿建天主堂 （１９１７）， 也称耶稣君

王堂。 基督教三一堂主体建筑在 １９３４ 年基本落

成， 三一堂即寓意三个教会联合兴建之意， 更蕴

含圣父、 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５． 当代鼓浪屿基督教、 道教、 佛教等多种

宗教与民间信仰并存， 形成鼓浪屿音乐文化的基

础。 １８４０ 年以后， 基督教音乐占据主导地位，
但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宫庙兴贤宫依然兴旺。 基督

教在文革期间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得

到落实， 鼓浪屿修缮并开放了众多教堂。 道教种

德宫、 佛教日光岩寺等保留。 兴贤宫 １９８５ 年被

拆毁， ２０ 年后重新修建。 伊斯兰教音乐在厦门

影响十分有限， 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后， 曾雇佣

一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当巡捕， 他们每逢

“主麻” 日， 便到厦门清真寺做礼拜， 该寺由浙

江提督杨帅倡捐修建 （１８５０）。［６］

三、 输出———鼓浪屿中国传统音
乐文化的传播

受道教、 佛教及民间信仰的影响， 鼓浪屿上

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要有道教音乐、 佛教音

乐、 闽南民间音乐。
（一） 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类别

１ 鼓浪屿道教音乐。 鼓浪屿道教音乐多是

居家道歌曲， 曲式结构简单宜唱， 单段体歌曲多

直接入板演唱， 韵腔的旋律材料单一。 唱经风格

追求速度稍快的大音量， 是一种世俗化的道乐形

态， 是道教音乐与俗乐融合的结果。［７］ 鼓浪屿道

乐受到正一派影响， 只念颂经文和清唱赞词， 并

严格按赞本所标钟鼓符号执拍， 有度亡、 祈福等

类型的科仪音乐。 道教音乐记谱采用曲线谱， 道

教符箓是曲线谱的源头； 符号构件以曲线、 圆圈

为主。 记谱方式为竖行书写， 只是标记旋律大体

轮廓， 现代道乐多采用简谱。 道教法器及乐器有

钟、 磬、 鼓、 碰铃、 木鱼， 当代有钹、 锣、 笛、
萧、 笙、 二胡、 琵琶、 三弦、 阮等。

鼓浪屿三和宫供奉妈祖， 即鼓浪屿妈祖庙。
妈祖信仰 （与道教相关） 源自福建莆田， 从中

国东南沿海传至台湾、 香港、 澳门等地。 妈祖信

仰传播平安、 慈悲、 护民、 奉献， 祭祀妈祖神灵

以祈求风调雨顺。［８］ 妈祖民俗音乐文化有元宵节

闹妈祖、 妈祖舞、 妈祖戏、 天后庙会、 诵妈祖

经、 锣鼓阵、 妈祖诗签等。 妈祖祭祀的配乐情况

在宋代廖鹏飞 《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 以及

元代郑元祐 《重建天妃宫碑》 提及的妈祖祭祀

中， 所用乐器有丝、 竹、 金、 石鼓等。
受到对岸嵩屿、 青礁、 白礁一带居民崇拜

“保生大帝” 的影响， 鼓浪屿村民在种德宫供奉

保生大帝 （与道教密切相关的民间祭祀习俗）。
大道公生前姓吴名仐， 北宋泉州府同安县白礁村

人， 被尊为 “神医”， 民间称其为吴真人。 科仪

仪式音乐文本 《保生大帝大道真经》 具有浓厚

的道教色彩。
２ 佛教音乐在鼓浪屿日光岩寺传播。 厦门

南普陀寺受到佛教禅宗、 净土宗、 三论宗等佛教

流派的影响。 佛教法事音乐主要有修行法事梵呗

《礼佛》 《祝伽蓝》 《三皈依》 《祝愿偈》 （带诵

观音菩萨）； 纪念法事涅槃节 《三皈依》； 消灾

佛事 《药师佛赞》； 超度亡灵法事 《瑜伽焰口》；
梵呗赞类 《伽蓝赞》 《炉香赞》 《阿弥陀佛赞》；
梵呗偈类 《普贤敬众偈》 《赶佛偈》； 梵呗咒类

《准提咒》 《普庵咒》 等。 梵呗曲式结构有单句

式、 齐句式、 长短句式、 套曲式。 厦门南普陀丙

申年 （２０１６） 水陆空普度大斋胜会， 静安法师、
道诚法师恭阅 《华严经》， 佛教音声法器有木

鱼、 钟、 馨、 鼓、 板、 钹、 饶、 铃、 铛、 螺、 号

等， 这些仪式由诵、 唱、 打击法器等组成。
鼓浪屿日光岩寺佛教信仰受到厦门南普陀寺

的影响， 弘一法师 （李叔同） 曾在南普陀寺和

日光岩寺修行。 弘一法师谱曲的 《三宝赞》
（１９３０）， 是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由专业音乐家

创作的佛曲， 该佛曲刊登于 《海潮音》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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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为佛教徒创作了 《清凉歌集》 （１９３６），
其中 《清凉》 《山色》 《花香》 《世梦》 《观心》
五曲， 在佛教寺院与信徒中广泛传唱。［９］

３ 鼓浪屿闽南民间音乐。 鼓浪屿民间音乐

的主要类型有闽南乡土音乐、 闽南语民俗歌曲、
阵头演艺、 曲艺音乐、 戏剧音乐， 最有代表性的

是南音、 闽南语歌曲、 车鼓推、 高甲戏等。 南音

也称为南乐、 南曲、 弦管或 “泉州南音”， 是中

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音乐。 南音很早就在鼓浪

屿盛行， 著名南曲大师有林霁秋和纪经亩。 厦门

南音宗师还有林祥玉、 白厚、 吴萍水等人。 ２０
世纪初， 菲律宾华侨蔡浅， 在鼓浪屿灌制南曲唱

片， 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 英国乐团慕名到厦门

搜集南音资料， 赞誉南音为 “东方音乐之花”。
１９３６ 年， 鼓浪屿毓德女中校长邵庆元在学校里

成立了 “南音研究会”， 聘请南曲大师许启章教

授南曲， 开创了厦门女学生学习南曲的先河。［１０］

（二） 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路径

从鼓浪屿向海外移民的主要类型有贩洋经

商、 逃避灾荒兵祸、 政治原因、 契约华工。 厦门

港是郑成功海路 “五商” （以仁、 义、 礼、 智、
信为五家商行之代号） 通往中国台湾、 日本、
吕宋及南洋各地的中心。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通过

多条国际航线传播到世界各地， 分别有东洋航

线、 南洋航线、 西洋航线等。
１． 东洋航线， 主要由沿海港口到日本、 朝

鲜等。 一般认为东洋也包括中国台湾、 菲律宾。
台湾航线： 厦门→澎湖→台南→高雄→鸡笼→淡

水。 清顺治年间 （１６５０—１６６１）， 近代葡萄牙、
西班牙人、 荷兰人先后抵达台湾， 随后郑芝龙率

漳泉数万人移居台湾 （１６２８）。 郑成功收复台湾

（１６６１）。［１１］清廷统一台湾后， 郑成功旧部不愿意

回大陆， 选择流亡东南亚， 他们是早期的华侨。
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至台湾， 以佛教音

乐、 南音、 闽南语歌曲、 歌仔戏等为代表。 琉球

文化有福建文化的印记， 这印证了中国音乐文化

对日本和琉球的影响。
２． 南洋航线， 由沿海港口到东南亚各国。

１７ 世纪后半叶， 东南亚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
成了西方殖民者在海外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场

所。 同中国保持官方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苏

禄 （菲律宾）、 南掌、 安南 （越南）、 暹罗 （泰

国）、 缅甸。 近代中国与班达岛→安汶群岛→马

鲁古群岛荷属东印度的公司保持贸易关系， 与英

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 马六甲维系贸易关系。［１２］

东南航线到吕宋岛 （菲律宾） 和文莱国， 利用

冬季季风， 夏天返回厦门。 近代西属菲律宾贸易

关系， 中 国 帆 船 贸 易 的 繁 荣 时 期 （ １５７０—
１７６０）， 福建航线至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

哥城→维拉克鲁斯→西班牙。 清政府为防福建出

洋船只劫掠， 用绿色油漆饰红色钩字， 去东南亚

贸易的厦门船只被称为 “绿头船” （１７３１）。
３． 西洋航线， 由泉州、 漳州等沿海港口到

南亚的印度、 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各国。 近代有厦

门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英国、 荷兰、 法国的航

线， 或者绕过南非好望角。 闽南人在海外形成的

移民社会， 在相当长时期内， 东南亚的 “福建

人” 就是 “闽南人” 的代称。 闽南人把家乡的

佛教、 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带到东南亚。［１３］ “闽侨

信仰， 遵从道教习惯， 采用佛教祭式， 遵守儒教

行为， 混合了儒道释三者， 而加以信奉”。［１４］ 弘

一法师从上海到暹罗 （今泰国） 途径厦门， 后

来因缘分留在厦门。［１５］

（三） 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坚守

中国人始终占据鼓浪屿人口的多数， 外国人

最多时有 ２５０ 余人， 是鼓浪屿中国居民的十分之

一。 基督教新教在鼓浪屿采用了灵活的传教政

策， 这促使基督教在鼓浪屿的传播。 部分鼓浪屿

中国居民信仰了基督教，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鼓

浪屿的影响力日趋下降。 一方面， 外国商行等机

构与鼓浪屿本土居民出现土地之争， 中国传统宗

教场所三和宫被英商行拆毁废祀 （目前仅留下

崖刻），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 建于明末的道教兴贤

宫， 曾经是鼓浪屿最宏伟的保生大帝宫庙， 由于

土地使用缘由在 １９８５ 年被拆毁， 中国传统音乐

文化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此外， 中国传统

宗教与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宗教传播与

基督教相比处于劣势。
中国传统信仰的场所如寺、 庙、 宫、 祠等，

一直矗立于鼓浪屿。 尽管一些宫祠受到破坏， 但

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始终固守鼓浪屿。 虽然基督

教对鼓浪屿居民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是， 道教、
佛教、 闽南民间信仰已经融入众多鼓浪屿本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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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华侨的血液。 鼓浪屿管委会为恢复海外侨民

深入人心的传统信仰， 于 ２００５ 年在鹿礁路重建

道教兴贤宫。

四、 输入———西方音乐文化落户
鼓浪屿

在鸦片战争前， 葡萄牙、 荷兰、 英国、 西班

牙等西方文化已经开始传入厦门。 鼓浪屿番仔园

外国船员墓碑石上最早的年份是 １６９８ 年， 鼓浪

屿洋人的足迹最早是葡萄牙、 西班牙和荷兰人以

及印尼荷属殖民地马来人， 他们的身份是水手、
海盗与商人。 西班牙海商曼努埃尔 （１７２９—
１７５９） 的鼓浪屿墓碑是厦门港成为大航海时期

中国重要贸易口岸的实物证据， 墓主是从事中国

→菲律宾→西班牙海上贸易的马尼拉贸易大帆船

“瓜达卢佩圣母” 号货物押运员兼船主。
鸦片战争后， 西方文化伴随着英国、 美国等

殖民者的到来开始进入鼓浪屿。 西方基督教采取

了诱导或劝导的政策， 创办教会学校、 西医诊

所、 孤儿院， 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 教堂地理位

置居中， 在地盘上挤压中国宗教场所。 鼓浪屿是

外来音乐文化传入的窗口， 其地理空间相对独

立， 基督教音乐文化在鼓浪屿扎根。 厦门新街仔

教堂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 （１８４９ 年）；
而鼓浪屿上最早的教堂协和礼拜堂于 １８６３ 年建

成， 这座古典主义风格教堂时称 “国际礼拜

堂”。 基督教新教首先影响了鼓浪屿， 西方基督

教音乐文化始落户鼓浪屿。
（一） 基督教 《赞美诗》 音乐的传入

鼓浪屿基督教音乐的形式， 主要是赞美诗

音乐， 赞美诗版本有 《圣诗》 《养心神诗》
《养心神诗续本》 《闽南圣诗》 等。 鼓浪屿的赞

美诗主要译自英国、 美国的圣诗集， 有英国圣

诗集 《教堂赞美诗》 《圣诗与独唱》 《苏格兰

韵文诗篇》， 伦敦出版的 《四声部诗篇曲调

集》， 瓦 茨 所 著 《 赞 美 诗 与 属 灵 的 歌 曲 》
（１７０７）， 约翰·牛顿的 《欧尼圣诗》 （１７７９），
伦敦出版的 《大卫诗篇》 （１７９１）， 美国威廉姆

斯编辑的 《诗篇曲调》， 美国圣诗集 《韵文诗

篇》 《曼哈顿选集》， 加尔文根据希伯来文译成

《日内瓦诗篇》， 基思在 《日内瓦诗篇》 的基础

上编译了英文诗体的诗篇， 欧洲瑞士圣诗集

《利德克兰兹》 （Ｌｉｅｄｅｒｋｒａｎｚ） 的旋律， 法国作

曲家法兰西斯·巴泰勒蒙改编的旋律。 也有部

分是来华传教的打马字牧师、 杜嘉德牧师自己

创作的作品； 杜嘉德的 《养心诗调》 的音乐与

诗词分离， 《养心诗调》 是 《闽南圣诗》 的直

接来源， 这些曲调大多数是欧美作曲家 １８ 世

纪左右的作品。
（二） 西方记谱法传入与使用

１ 五线谱。 天主教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曾

担任康熙帝的宫廷教师， 他撰写的 《律吕纂要》
系统介绍了五线谱等乐理知识， 五线谱主要用于

基督教赞美上帝的圣咏， 在 １９ 世纪末随着传教

士的传教和新学的兴办而开始推广。 但是， 五线

谱在厦门并没有被基督徒直接接受， 而是采用了

首调唱名法的阶梯谱和字母谱作为过渡。 闽南圣

教书局出版的 １５１ 首罗马字版 《养心神诗》
（１９１４）， 是最为规范的五线谱版本， 包含了完整

的音乐信息， 适合管风琴或钢琴演奏， 圣诗歌词

与五线谱分开记录， 上面是四声部的五线谱， 注

明了曲调名称与韵律， 圣诗歌词则独立放在下面。
２ 字母谱。［１６］ 字母谱属于首调唱法体系，

起到向简谱过渡的作用。 １９０５ 年闽南基督教三

公会委托厦门倍文斋活字印书馆印制 《养心神

诗 （续本）》， 是一份采用了字母谱的圣诗音乐

文献 （共 １００ 首）， 使用主音梭法首调唱名法

（Ｔｏｎｉｃ ｓｏｌ⁃ｆａ），［１７］这是英国视唱和记谱体系， 约

翰·柯温 （ Ｊｏｈｎ Ｃｕｒｗｅｎ） １８４０ 年提出， 它以唱

名法中的首调唱名法为基础， 大调音阶上的各音

名称为 ｄｏｈ、 ｒａｙ、 ｍｅ、 ｆａｈ、 ｓｏｈ、 ｌａｈ、 ｔｅ， 其中

ｄｏｈ 为主音， 大调各音记谱写作 ｄ （１）、 ｒ （２）、
ｍ （３）、 ｆ （４）、 ｓ （５）、 ｌ （６）、 ｔ （７）， 升半音

和降半音用改变元音为 ｅ 与 ａ 来表示， 用双点

“∶ ” 将各拍分开， 用 “·” 将一拍分成两个半

拍， 下方加横杠将两个半拍连接ｄｒ （１２）， 逗号

“，” 将半拍分为两个四分之一拍， 水平横线

“—” 表示该音符保持时值， 节拍空白位置表示

休止， 有调性标记， 例如降 Ｂ 大调表示为 Ｄｏｈ ＝
Ｂｂ。［１８］

（三） 西方乐器的传入

钢琴、 管风琴、 小提琴、 吉他等西方乐器传

入鼓浪屿。 英、 美等国牧师与传教士带来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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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西洋音乐在鼓浪屿盛行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

代。 在鼓浪屿赞美诗音乐的影响下， 诞生了钢琴

家殷承宗、 许斐平以及指挥家陈佐湟等。 另外，
美国、 英国、 西班牙等国水手带来了吉他， 今

天， 鼓浪屿本土的雷厝乐队仍然可以看到夏威夷

吉他。

五、 融合———鼓浪屿中西音乐文化
的共生

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不仅是商品货物， 还有

异国文化。 西方音乐文化在鼓浪屿逐步占据主导

地位， 鼓浪屿音乐文化在向外传出与向内传入的

过程中呈现交融状态。
（一） 基督教音乐中国化

基督教音乐文化也出现了中国特色， 使用闽

南语演唱赞美诗， 使用中国化的记谱方式， 借用

中国的旋律， 甚至出现有音乐素养的中国牧师或

基督徒创作赞美诗音乐。
１ 基督教音乐中国风格的旋律。 《闽南圣

诗》 第 ２９３ 首 《此时礼拜将要息》 是厦门竹树

堂首任华人牧师叶汉章所作， 赞美诗 《世人纷

纷罪恶多端》 是杨荫浏创作的旋律， 台湾 《圣
诗》 也选用了从厦门传过去的中国曲调。 《养心

神诗》 从创作之初， 就开始在基督教崇拜仪式

中应用。 另外， 《闽南圣诗》 音乐有六首采用五

声调式， 使用了中国风格的旋律。 例如， 《闽南

圣诗》 第 １ 首 《上帝创造天与地》， １ ＝ Ｄ， 调名

ＨＥＲＡＬＤ， 旋律 “１ １２３ ３２ ｜ １１１ － ”， 五线谱如

图 １。 《闽南圣诗》 第 ２９ 首 《大家当看上帝圣

羔》， １ ＝ ｂＢ， 调名 ＡＩ － ＣＨＨ （哀惨）， 旋律 “６
｜ ６ － ５ ｜ ５ － １２ ｜ ３ － ２ ｜ ２ － ”。 《闽南圣诗》 第

１０４ 首 《我暗迷路耶稣近倚》， １ ＝ ｂＥ， 调名

ＬＥＮＧ － ＮＡ （龙岩）， 旋律 “１ ｜ ３ － ３ ｜ ２１６ ｜ １ －
３ ｜ ５ － ”。 《闽南圣诗》 第 １５４ 首 《上帝吗哪日

日落 》， １ ＝ Ｇ， 调 名 ＳＩＮＩＭ （ 希 尼 ）， 旋 律

“２３５５ ｜ ２３１ － ”。 台湾宋忠坚牧师出版一本 １９２
首的 《圣诗》 （１９２６）， 选用几首厦门传来的中

国曲调， 这也可能是中国基督徒创作的。［１９］１８７１
年的 《养心神诗》， 由打马字牧师 （ Ｔａｌｍａｇｅ，
１８１９—１８９２） 所写的 《咱人自己详细问》 由厦

腔罗马字写成。

图 １　 《闽南圣诗》 中国风格旋律五线谱

２ 基督教音乐记谱法的中国化。 英国传教

士杜嘉德 《养心诗调》 采用中国化的工尺谱

（即阶梯谱） 来记录养心诗调， 《养心诗调》 综

合了工尺谱与中文数字， 适宜合唱记谱， 对所选

用旋律有所简化。 杜嘉德博士 （ Ｄｒ Ｃａｒｓｔａｉｒｓ
Ｄｏｕｇｌａｓ） ［２０］于 １８５５ 年到厦门传教， 他在厦门先

后出版了 《养心诗调》 等三本最早的音乐教材。
《养心诗调》 使用一 （１）、 二 （２）、 三 （３）、
〤 （４）、 〥 （５）、 ⊥ （６）、 七 （７） 表示七个

音级， 一梯式相当于一个八度， “上一” 表示高

八度的 Ｃ， “下七” 表示低八度的 Ｂ， 用 “ ∶ ”
来分割节拍， “○” 表示延长一拍， “⌒” 是一

字多音的圆滑线。［１７］ 《养心诗调》 的音乐有三股

（三个声部） 组成， 旋律声部是黑色 （曰正）、
中间 声 部 是 红 色、 低 音 声 部 也 是 红 色 （ 曰

下）。［２１］ 《养心诗调》 是首调唱名法的梭发谱

（Ｔｏｎｉｃ Ｓｏｌ⁃ｆａ）， 调名有日耳曼、 巴拿巴等， 这些

曲调可以配不同圣诗。
３ 中国化的赞美诗歌词。 圣诗与圣经的翻

译采用拉丁字母拼音的厦门方言， １８５２ 年出版

第一本厦门土白 《约翰福音》， 打马字牧师对罗

马白话字厦门音工作不遗余力， 他的圣诗作品

《咱人自己详细问》 由厦腔罗马字写成。 厦门同

安人卢戆章 （１８５４—１９２８） 应邀参与翻译 《英
华字典》， 他是我国汉语拼音运动中首位采用拉

丁字母的人。
（二） 鼓浪屿音乐家群体的诞生

鼓浪屿教堂礼拜唱赞美诗音乐， 举办非常普

遍的家庭音乐会， 形成鼓浪屿居民良好的音乐氛

围。 鼓浪屿由此诞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音

乐世家， 例如： 殷家 （殷承宗、 殷承典、 殷承

基）， 许家 （许斐平、 许斐平、 许兴艾）， 杨家

（杨炳维、 杨镇、 杨健、 杨鸣、 杨素芳）、 谢家

（谢旭、 谢嘉陵、 谢嘉幸）， 李家 （颜宝玲， 李

未明、 李希微、 李京榕）， 洪家 （洪永明、 洪

昶、 洪升、 洪智）， 程家 （程凤诗、 吴佩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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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威、 程威维）， 张家 （张欣宁、 张志玮）， 杜

家 （杜守达、 杜俊良）， 吕家 （吕振海、 寿梅、
吕奕书）， 吴家 （吴培文、 吴迪） 等。

鼓浪屿音乐教育与国际接轨， 诞生了众多举

世闻名的演奏家、 歌唱家、 作曲家或音乐教育

家， 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例

如， 声乐教育家周淑安 （１８９４—１９７４）； 作曲家

陈传达 （１９１９—１９４５）； 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博

士 （ １９１４—２０００ ）； 歌 唱 家 颜 宝 玲 （ １９２４—
１９６６）， 其儿子李未明是音乐教育家； 歌唱家杨

心斐 （１９２８—２０１１）； 钢琴家洪永明 （１９１０—
１９９２）； 卓一龙 （１９４０—）； 殷承宗 （１９４１—）；
许斐平 （１９５２—２００１）； 还有杨鸣、 张欣宁、 郑

兴三等。
音乐家杨炳维 （１９２６ 年生， 笔名杨扬）； 澳

大利 亚 华 侨 及 钢 琴 收 藏 家 胡 友 义 （ １９３６—
２０１３）， 也是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和风琴博物馆创

建人； 指挥家陈佐湟 （１９４６—）； 小提琴家褚耀

武教授， 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管弦乐系主

任； 小提琴演奏家杜守达、 黄伟廉、 程凤诗、 杨

璟等； 男高音歌唱家庄德昆； 音乐家郑毅训、 郑

约惠、 朱思明、 吴晓平等； 青年管风琴演奏家方

思特。 此外， 还有钢琴调律师黄三元。
在鼓浪屿的音乐氛围影响下， 厦门还哺育了

许多音乐家。 例如， 作曲家和指挥家蔡继琨

（１９０８—２００４）； 作曲家江文也 （１９１０—１９８３）；
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曾雨音 （１９０９—１９９１）； 音

乐教育家王政声 （ １９１０— ）； 钢琴家李嘉禄

（ １９１９—１９８２ ）； 作 曲 家 和 指 挥 家 李 焕 之

（１９１９—２０００）； 音乐教育家谢旭 （１９２１—２０１３）
及谢嘉幸； 音乐学家杨民望 （１９２２—１９８６）； 指

挥家郑小瑛 （１９２９—）， 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

兼首席指挥； 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 （１９３４—）；
作曲家李海晖 （１９４０—）、 黄石 （１９４７—） 等。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也有所发展。 南音大师林

霁秋 （１８６９—１９４３） 曾在鼓浪屿工作过， 他收

集整理南曲曲谱， 出版 《泉南指谱重编》。 南乐

大师纪经亩 （１８９９—１９８６）。 弘一法师， 俗名李

叔同 （１８８０—１９４２）， １９３６ 年居住鼓浪屿日光岩

寺， 作品有 《三宝歌》 《清凉歌集》 《送别》 等。
鼓浪屿及其厦门地区所诞生的这个音乐家群

体以及他们所创造的音乐， 是中国近代音乐历史

的一个独特景观， 是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共同

精神财富。

六、 结　 语

事实上， 鼓浪屿音乐文化的逐渐兴盛只是近

２００ 年左右的事情， 它与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多

少直接联系？ 是近代中外海上交流的余续吗？ 还

值得深入研究。 笔者之所以要将鼓浪屿文化现象

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语境中来叙述， 并提供

一定的文化事实来佐证一个尚无定论的设想， 是

基于这样的企图： 我们想看看一个真正实现中西

文化深度融合的社区， 人们会是怎样的生存状

态， 中国人、 中国文化、 西方人、 西方文化， 存

在本质的排斥吗？ 中西方人们会和谐友好的相处

一地吗？ 事实上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有远洋万里

的友好使者， 西方也有为中国劳苦大众传播福音

的传教士， 不同国家和人们的大量民间往来， 往

往都是抱着极其美好的愿望， 加深不同国家和民

族之间的相互了解， 文化交往也好， 自由贸易也

好， 民间考虑的是互利互惠。 当然， 这些美好的

民间往来， 也引起了海盗和一些强权掠夺者的贪

婪之心， 从而引起大规模的贸易冲突和战争。 从

鼓浪屿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来看， 西方传入的文

化、 医疗、 科学、 教育、 制造技术， 当然也包括

了音乐艺术， 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而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给西方带

去了中华古老文明的许多成果。 ２０１８ 年鼓浪屿

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再一次说明， 当今， 在

人类社会不断强调文化的多样性、 差异性的同

时， 同样需要看到并强调文化的同质性。 人类社

会需要得到人类不同文化的深度认同， 共享共生

共荣带给我们的福祉， 这就需要文化交往， 需要

感情沟通， 需要加深彼此理解， 而不仅仅是经济

利益互换， 军事实力的对抗， 政治权利的纷争。
文化艺术所蕴含的人类的美好情感， 会形成一种

理性判断的情绪基调， 无形中影响人们的价值取

向， 也构成世界各国人民达成文化认同、 贸易平

衡、 政治和解的人性基础。 这个基础的构成， 是

诗歌、 戏剧、 绘画、 瓷器、 鉴赏丝绸等， 也包括

人民相聚在一起歌唱和演奏乐器的各种快乐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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